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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六次全國科技會議結論中，建議本處推動「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在推動過程中深覺有必要考察國外相關研究機構有關科技政策、科技評鑑、與其他「科技與社會」相關議題的研究和做法、對重大科技公共政策爭議的解決方案及其背後的理論思考等項目，作為本處推動「科技與社會」研究之參考。同時與相關研究學者專家交換研究心得，尋求國際合作研究的管道。澳洲在這方面的有相當經驗可資借鏡，故規劃赴澳洲考察訪問。
考察訪問的行程有一天在新南威爾斯大學中澳學者就「科技與社會研究及科技政策」議題舉行研討會，交換研究心得。另外訪問墨爾本大學、雪梨大學、臥龍崗大學等大學。研討會中請到澳洲主要負責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研發機構CSIRO之執行長Dr.Barber演講，對澳洲科技發展政策的現況作概括性的介紹。他指出未來CSIRO將投入大量經費在為未來所規劃的六項旗艦計畫上，並與澳絒國內大學和產業合作，提升澳洲的產業競爭能力。是針對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在世界產業的位置來訂定，與其社會的需求較有關聯。台灣所規劃的國家型計畫（例如矽導計畫、基因計畫）基本上都跟隨著美國的科技發展，與本土產業環境有些落差。澳洲與台灣同樣是相對而言較小的經濟體，資源和R＆D的研究經費有限，也一樣缺乏大的工業實驗室，在這些狀況下澳洲必須找出自已的科技發展之道，這是值得我們參考借鏡之處。
澳洲的「科技與社會」研究，歷史相當長，各式各樣的研究都有，也有一定的地位。台灣在相關的研究已經有些成果，只是過去這些研究散落各個學門，未來推動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可以將這些研究整合，以加強國內相關學者的內部交流，甚至與國際的學術交流。澳洲的HPS學者大多有科學背景。我們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很少有科技專長的人參與，而變成了社會科學或人文學者對科技界的呼籲。澳洲的幾所大學在養成科學家的過程就注意到科技與人文社會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科技研究，就至少會注意到社會和人文面向。公共參與對科技發展的風險的認識及在科技政策的制訂上所扮演的角色，澳洲學者將其研究溶入大學課程設計的做法，對台灣未來要在大學部及研究所導入「科技與社會」領域的課程設計，提供了相當好的參考標竿。

壹、緣起
科技的快速發展為社會文化、個人生命及環境生態帶來無數的挑戰。由科技所引發之社會、文化變遷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公共議題，科技發展因而需要多元的思考和討論，以催生具人文和社會價值的科技知識。我國在追趕歐美先進科技以促進經濟發展之際，如何吸取國外經驗，以使科技與人文結合，創新與風險評估並重，知識發展與民主兼顧，將是一項重大的挑戰。有鑑於此，第六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結論中，建議「推動科技化社會有關風險意識，以及跨學科之科學、技術與社會之研究」。基於以上之建議和挑戰，國科會人文處因而規畫「科技與社會」研究，希望促成學者致力從事以科技與人文社會真正發生交融與互動為議題的研究，深入了解臺灣社會的科技發展途徑，以及所面對的重要科技爭議。
在推動「科技與社會」研究的過程中，人文處深覺有必要考察國外相關研究機構推動有關科技政策、科技評鑑、與其他「科技與社會」相關議題的研究、重大科技公共政策爭議的解決方案及其背後的理論思考等項目之做法，作為本處推動「科技與社會」研究之參考。同時與相關研究學者專家交換研究心得，尋求國際合作研究的管道。澳洲在這方面的有相當經驗可資借鏡，故規劃赴澳洲考察訪問。
貳、參訪的研究機構：
（1）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NSW)，這所學校的「科技史與科學哲學學院」（School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是澳洲重要的「科技與社會」領域的研究與教學機構。這個學院內的教授人才輩出，學院的規模（教授、學生數目與課程等）在世界上同類型的機構中數一數二，提供科學、技術、醫療、環境、認知等領域的深入研究與教學環境。
（2）University of Sydney，此校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是後起之秀，除了在「科技與社會」的研究領域急起直追外，該系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在科技教育上提供有關科技與社會領域的完整課程，與科學家及工程領域的教授充分合作，深入專業領域中做紮根的「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與教學。
（3）University of Wollongong，此校有一個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學程，向以結合公共政策的研究與參與著稱。對於科技的民主參與、科技與公民權、永續發展等與公共政策相接合的介面上，進行相當活躍的研究與實踐。
（4）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是澳洲最大的兩個「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與教學機構之一，在全世界的大學中也是此方面研究起步最早的學術機構之一。該校在澳洲科技發展的資料庫文獻檔案的建置上獨樹一格，為研究者、社會大眾、以及科技政策的制訂者提供非常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3、 訪澳成員
(1)張苙雲，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推動「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召集人

(2)王振寰，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3)吳泉源，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副教授

(4)周桂田，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助理教授

(5)張元杰，元智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

(6楊瑞珠，人文處研究員，推動「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承辦人。

肆、訪問行程及內容:

一、雙邊研討會

十二月二日經由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NSW)之Henry Chen教授之居中連繫，由澳洲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國家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和NSW共同邀約澳方各校之學者與台灣代表團成員就「科技與社會研究及科技政策」議題舉行一天之研討會，交換研究心得，首先由我方代表團成員報告台灣方面相關議題的研究進展，再由澳方學者報告。下午由澳方國家科學院負責科學政策之主委進行主題演講。最後就未來如何推動學術交流進行報告和討論。參與人員及其報告之題目如附件一。我方學者報告的投影片資料內容如附件二。
（1） 主題演講之內容大要

演講者：Dr. Michael Barber 

題目:Australian Science Policy—Trends and Challenges

Dr.Barber是澳洲主要負責科技與工業發展國家級的研發機構Commonwealth of Science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簡稱CSIRO）之執行長，對澳洲科技發展政策的現況作一個概括性的介紹。該機構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16年設立的科學與工業顧問委員會，主要是為當時任總理的Hugh擔任科學與工業發展的諮詢工作。1920年正式成立了CSIRO。而後經過數次改組，在1949年正式立法成立該機構，而在1971年之後，總部搬至坎培拉，成為政府諮詢和研究的機構。現今該機構有6300位研究人員，幾乎跨所有科學領域，是澳洲最主要的研究和技術研發單位。有些類似我們的工業技術研究院。Dr. Barber同時亦是澳洲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院士，以及科學院在科技政策的負責人，地位崇高，也主導澳洲科技政策的規劃工作，對於澳洲科技政策和科技發展的貢獻極大。

Dr. Barber演講中提到CSIRO的主要任務是: 

1. 為澳洲發展策略性的研究計畫；

2. 促進創新活動和產學合作；

3. 開發相關的創新能力和技術；

4. 與國際間從事科學和技術合作等。

現今澳洲為未來規劃的旗艦計畫有6項：

1. 預防性醫療，主要針對愈來愈老化的人口；

2. 前沿性的礦業材料工程，主要與澳洲是礦產出口國有關；

3. 水資源研究，澳洲有嚴重的缺水問題；

4. 農產食品研究，澳洲也是主要的農業國家；

5. 海洋資源研究，以利用海洋資源創造經濟財富；

6. 能源開發等。

未來CSIRO將投入大量經費在這些計畫上，並與澳洲國內大學和產業合作，提升澳洲的產業競爭能力。這樣的國家型優先計畫，與台灣所規劃的國家型計畫類似，只是台灣的計畫（例如矽導計畫、基因計畫）基本上都跟隨著美國的科技發展，與本土產業環境似乎有些落差。但澳洲的國家型計畫則是針對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在世界產業的位置來訂定，與其社會的需求較有關聯。澳洲與台灣同樣是相對而言較小的經濟體，資源和R＆D的研究經費有限，也一樣缺乏大的工業實驗室，在這些狀況下澳洲必須找出自已的科技發展之道，這是值得我們參考借鏡之處。

（二）我方學者STS主題報告的內容摘要:

1、吳泉源教授

題目: STS and Public Policy in Taiwan
(1)背景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與社會的快速變遷，使得「科技與社會的關係」日益成為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面對全球經濟競爭的加劇、國際間對於生態與環境保護日益嚴格的要求、以及資訊科技與生物技術的發展，科技發展對於社會、文化及環境的衝擊，不但成為國家科技發展所必須嚴肅面對的新課題，更是政府在推動重大公共政策時的成敗關鍵。 
隨著國際間經濟競爭的加劇與各國財政資源的緊縮，國家的科技發展的方向與目標、以及科技社群的運作（包括研究、教育、與應用）和表現（performance），都無法再自外於來自科學社群內、外的各種反省與挑戰，也更加受到各種政治、社會與經濟力量的影響與型塑，因此更需要紮實的研究來引導科技發展的內容與方向。
(2)從科技政策的角度，台灣在「科技與社會」的議題上要面對幾個具體的挑戰：


(a)科技評鑑

對科技政策與科技社群的表現進行評量，牽涉到系統性大量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以及評量所依據的學理基礎。台灣現有科技行政體系往往缺乏足夠的研究人力進行此種系統性的資料收集與分析工作，大多只能仰賴少數企劃研究人員，透過現成的統計軟體，進行局部的描述統計以提供政府部門評量與政策規劃之參考。相對地，一般的學術研究單位則是缺乏人力資源與資料，無法針對科技政策與表現進行深入的探討。因此亟需致力於推動科技政策與科技評鑑之相關研究，建立科技評鑑資料庫，逐步發展成為具有學理基礎與公信力的專業評鑑機構與科技政策。

(b)科技爭議

科技發展所產生的各種爭議已經成為台灣社會核心的公共議題(從核電廠存廢、水庫興建、焚化爐興建、輸配電線路、永續發展、生物科技之倫理、法律、與社會問題等)，也是科技、乃至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最大的障礙。如何在追求科技發展的同時，兼顧永續發展與社會公義，促進科技溝通，提供風險評估，以及針對重大公共政策進行早期預警研究等，更是政府在推動公共建設與社會發展時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3)台灣的努力

近年來，台灣的政府部門與學術界不斷有意見領袖提倡「科技與人文」的對話與平衡發展，從第五次科技會議以來，不論是政府的「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民間的學術文化機構、或是大眾媒體，作了相當多的努力，推動一系列促進科技與人文社會互動之相關研究與對話機制。這些努力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都饒具意義，而且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都產生實質的助益。

隨著現階段台灣社會與國際環境面臨的科技與政治、經濟、和社會力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之挑戰，我們有必要在過去的基礎上，進一步超越傳統學科的界限，結合人文、社會、自然科學與工程領域的研究者，從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取向，共同掌握科技與社會的互動。

過去提倡「人文與科技的調和」立意良善，而且有其時空脈絡的意義。不過，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化與新問題的出現，「調和人文與科技」的說法，已經逐漸無法因應科技發展所面對的新挑戰與課題。簡言之，這樣的想法，預設了（a）科技與社會人文為截然不同的兩面，因而必須努力進行「人文與科技的調和」；（b）預設了科技發展有「獨立自足」的邏輯，但會「對社會人文造成衝擊」。然而，歷史事件以及知識經濟的發展，使得這兩個預設皆面臨挑戰，而且削弱了我們對於現實重大問題的因應能力。

近年來，政府部門以及學術單位日益發現，對於「鄰避」（NIMBY）的現象、成因、與影響相當缺乏早期預警系統的研究與深入的剖析，因而造成重大科技公共政策在推動上的困難。另外，不管在經濟、環保、或科技政策上，對於引進國外制度到台灣這片土地時，所涉及的特殊脈絡（context-specific）的問題，也缺乏深入的研究與掌握。最後，因應知識經濟發展所需的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的重組，都迫切需要新的科技評鑑（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essment）的指標、判準（criteria）與作法。

從第六次全國科技會議的籌備開始，國科會即希望能夠以更寬廣的「科技與社會」的理念與架構，進一步超越「科技與人文的調和」的提法，積極地掌握科技發展與社會之間雙向的互動關係。

2000年第六次全國科技會議之議程規劃中，即邀請台灣這方面的學者擔任「科技與社會」議題引言起草。經過大會之研議後，「科技與社會」研究不但獲得與會專家學者之熱烈迴響，並且列入國家科技發展重點工作項目之一。國科會也開始規劃「科技與社會」重點領域，公開徵求研究計畫，推動此一領域之發展。

教育部方面，也支持「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大型整合計畫」，將科技與社會列為新興領域，執行內容包括「台灣科技與社會網路的建立」、「科技與社會與工程教育」、「醫學與社會」、「科技與社會與博物館展示」、「科技與社會夏令營課程與國際學者邀訪」等項目，順利推展後，將會建立台灣科技與社會的研究社群與能量。
(4)未來展望

科技與社會的關係：

(a)掌握對科技的理解（percep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具體掌握社會大眾對於科技的理解與判斷的來源，並增進國民對有關科學技術的瞭解（科技溝通）。尤其是，科技資訊的公開與透明化。

(b)傾聽公眾的聲音（public consultation）：理想的科技與社會的關係是科技政策應該傾聽公眾的聲音與瞭解其關懷，並且將其回饋到科技政策的制訂。

(c)風險評估（the assessment of Risk）：當代社會每一項科技的發展，都會牽涉到不同程度與不同形式的風險。風險評估可以幫助我們駕馭不同理念、價值觀、與期望（aspiration）所引發的互動。

科技評鑑方面：

(a)改進既有評量指標：透過與國際評鑑機構的合作，將我們對於台灣科技及醫療社群生態的了解納入資料庫的設計，以建立較詳實的評鑑硬軟體系統。

(b)建立台灣的科技表現資料系統：除了遵循國際上科學計量學(scientometrics)的慣例之外，還必須考量在台灣特殊的科技發展生態下所進行的各種科技研發活動的內容，針對這些特定的內容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才能完整地掌握國內科技及醫療社群的表現。

(c)建立另類指標：建構國內科技社群（包括醫學院及醫療機構）表現的各種有意義的指標。

(d)科技政策的跨國比較：建立台灣戰後科技發展的資料檔案，以作為對國內科技與醫療發展的評估與對國際科技發展動態瞭解的基礎工作。

(e)科技產學的健康管理指標：建立科技人才身心健康管理資料檔案，督促產學落實積極健康管理，預防過勞死等社會身心症的發生。

(f)在科技評鑑資料庫的基礎上，推動以下幾項實質的研究：高科技產業國際競爭力分析、智慧財產權與產業發展、科技智財權保護與公眾利益的平衡、比較科學計量學、台灣戰後科技政策發展、高科技醫療評比、醫療品質監控等。
2、王振寰教授

題目: Science/Technology Polic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王教授的報告是有關台灣創新學習體系的沿革和轉變（參見power point資料），他指出台灣的科技政策在1978年之後有極大轉變，在這之前，產業技術的學習基本上是自發的，透過反向學習方式來移轉知識；而1978年之後，政府才比較積極介入，並且透過工研院、海外學人、以及與外國公司的合作，開發和學習技術，才讓知識和技術學習進入比較不同的作法，而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更產生了群聚效應。而在這階段中，大學的功能主要是提供人力，對新技術的開發並未發揮積極角色。而1990年代之後，台灣開始比較積極的要邁向創新系統，因此對於大學、產學合作、和技術創新上有新的作法和政策。在報告最後，提到台灣從學習邁向創新，將面臨一些需要克服的困境，包括現今大學很會生產論文而產業很會申請專利，但二者之間的連結並不夠；因此未來需要以(1)改進大學的研發，促進與產業結合、(2)移民法立法以利吸引國際人力、(3)將產學合作制度化等方式來克服邁向創新所遇到的困境。

3、張元杰教授

題目: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 in Taiwan
報告主題為—「台灣的產學合作：現況與挑戰」，內容主要摘自APEC STPRC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委託張教授的研究計畫成果，透過問卷調查台灣全部122所大專院校，自1997~2001年間產學合作的發展情況，主要說明台灣的產學合作，從以往“科學象牙塔主義”(ivory towerism)慢慢地轉移至“科學即經濟”(scientific-economic)的新典範，報告的內容主題包括：

(1)台灣促進產學合作的體制改革

(2)大學研究經費的來源變化

(3)智慧財產權、技術轉移與新創事業育成的基礎建設之建立

(4)大學專利、授權與衍生公司的實施成果

(5)產學合作與研究成果商品化的障礙(barriers)

(6)授權類型的轉變

(7)產學合作的未來挑戰
4、周桂田教授

題目:Science, Technology,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The Case of GMOs
周教授的報告包含下列主題(參見power point資料):

(1)從幾方面分析生物科技與知識經濟之間的關聯

1．生物科技與知識經濟全球競爭產值

2．生物科技與知識經濟，台灣生技政策沿革

3．台灣生物科技園區之規劃設立

4．國家型研究計畫作為研發/技術移轉基礎，包括：
· 基因醫藥國家型研究計劃
·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劃
· 製藥與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劃
5．上中下游發展策略
· 上游（研發）：中研院/各大學相關科系/各大醫學中心

· 中游（應用研發/技術移轉）：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工研院化工所/食品所

· 下游（產品開發）：創投公司/各大公民營企業（至2001年已有130家投入生技工業）
(2)國際生物經濟風險評估：
· 2001/06:Bangkok和2001/11:Raleigh-Durham(USA)的會議結論認為:
1.LMO/GMO 涉及 risk 
2.各國應進行標示/證明

3.GMO輸出國應取得證明
· 生物經濟風險與社會:台灣衛生署基因改造產品風險管理，其強制標示義務時程落後先進國家2～5年，不利於消費者「知」與選擇的權利。
(3)GMO台灣消費者電話訪談部分：

就新標示制度的進程與實踐發展，初步分析民眾在這段時期所產生的風險知覺問題。電話訪問的時間為2003年4月21日至25日，成功訪問案例為1702人，區間誤差為3.5%，問卷內容根據風險知覺理論架構(risk perception)，區分為風險認知、風險資訊透明度、風險溝通制度、風險評估認知、風險政策參與及風險管理與信任等變項。研究結果分三項討論:

A、遲滯、隱匿的風險認知
民眾對基因改造產品相關資訊仍然相當不清楚。成功訪問例中共836人(49.1%)，而不成功的訪問例(指從未聽過基因改造食品，不包括拒訪或中斷訪問等失敗案例)為866人(50.9%)，超過半數的受訪民眾未聽過或不知道此項其爭議的問題。

B、模糊的風險覺醒

從有聽過、知道基因改造食品的成功訪問例中，初步的探討風險認知的態度與知識背景。高達82.8%的民眾對基因食品的生產原理或程序不瞭解，表示公民對此較複雜的高科技產品內涵較難於掌握。整體社會的風險資訊和風險溝通不足，又缺乏學習、認知的途徑。大部分聽過或知道基因食品的民眾，對其生產、進口種類、地區並不清楚；然而卻有三分之二的民眾意識到基因食品的安全爭議。這表示曾涉及此議題的台灣公民，已初步的發展風險意識，但對其基本細部的問題仍然模糊。

C、主觀建構的風險認知意象

在民眾有限的資訊和模糊的風險意識中，已主觀的建構出其風險認知，並對基因食品採取拒絕的態度，亦即，在一個資訊隱閉、缺乏溝通的社會，人們通常會單向接受並確信其掌握有唯一的資訊內容。因此，GMO對健康、生態或倫理的衝擊危機訊息，成為人們假設性的確信認知，主觀性的進行自我風險認知的建構，並成為其判斷與對整體社會就GMO爭議、管理不信任的根源。

 (4)結論：

生物科技之全球競爭，關鍵在於在地社會整體高科技/風險溝通與評估之提昇，建立完整科技制度，迎向全球化競爭挑戰。

（三）澳方學者之演講或報告內容摘要

1、Ron Johnston教授

題目:S&T Policy Challenges for Australia in the Next Five Years

Ron Johnston教授現任澳洲創新與國際競爭力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主任，也是澳洲國家科技工程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院士，澳洲未來委員會(Australian Commission for the Future)主任委員,同時還有許多重要頭銜，在澳洲科技發展中應是扮演重要角色。在會議中，Johnston教授報告澳洲未來五年所面臨的科技政策的挑戰。其所服務的中心最近執行了 “構建澳洲科學與創新”的報告，指出澳洲國家創新系統的優缺點。

優點方面包括：

(1)在生物醫療、健康與生物科學領域有堅強的科學基礎；

(2)工商業採用新技術的速度快；

(3)大企業從事相當多的組織創新與企業重整；

(4)技術商品化能力的持續改善；

(5)支持科學與創新的技術能力基礎雄厚；

(6)公部門研究與產業的連結強。

缺點方面包括：

(1)論文引證的影響力減少，意味論文發表的品質降低；

(2)高科技產品的貿易逆差，產業未能積極發展高科技產品，智慧財產權的貿易逆差；

(3)商品化的障礙高；

(4)對從事研究的基礎建設之投資遞減；

(5)對科學與工程的人力資本不足，

(6)國家研發經費低於OECD會員國的平均值。

Johnston教授提出了未來五年澳洲科技政策的五大挑戰：

(1)提高全國(特別是)工商業在研究發展的投資水準

(2)產業結構與出口產品的轉型

(3)從grant-based法到投資法的的科學與研究政策

(4)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有效連結

(5)使用科技去處理國家的挑戰，如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與土質鹽化(salinity)

Johnston 教授在其報告中強調澳洲主要的出口產品，以原料處理(material-processing)輕工業為主，大約占50%。對於台灣如此小的國家，為何能於短短的30~40年內，發展成國際高科技的強國感到興趣，更強調台灣如何持續這樣的競爭優勢，是很重要的問題。他認為台灣良好的科技與創新政策與工具，有澳洲可借鏡之處，而澳洲以科技政策發展經濟之際，同時能考慮生態、環境與社會融合，也有台灣可以學習的地方。
Johnston 教授將在2004初於泰國APEC 技術前瞻中心，舉辦約一週的短期訓練，這是針對政府官員、政策研究者與產業界的技術策略與政策，教導如何運用技術前瞻(technology foresight)來整合科技政策的規劃、共識形成、執行與政策效果評估。這使社會學家有一個機會以公共參與，社會責任的角度，來參與政策的規劃、優先性的選擇; 使得運用科技政策以發展經濟與產業創新之同時，也考慮科技對社會、法律、環境、生態面的影響。

2、David Mercer教授

題目: Seen but not heard: STS ‘advice’ and the Australian ‘committee’ on Electromagnetic Energy Public Health Issues
Mercer教授以他過去幾年來，以STS學術工作者的身份，參與到一個叫做電磁波能源參考團體（Electromagnetic Energy Reference Group，EMERG）的經驗，深刻地反省STS學者介入公共政策，將聲音傳達出去的過程中所可能遭遇的困難與限制。這個參考團體的緣起是，1996年澳洲政府因為察覺到手機的大量使用所可能引起的電磁輻射對大眾健康影響的疑慮，由澳洲電磁能源與公共衛生議題委員會（Australian Committee on Electromagnetic Energy Public Health Issues，CEMEPHI）--政府的諮詢委員會，召集包括包括澳洲交通部（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國家衛生醫療委員會（The Australian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澳洲通訊組織（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澳洲輻射保護與核能安全委員會（Australian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Nuclear Safety Agency）等單位所組成一個大型計畫，進行相關的科學研究、資訊收集和公布、標準規範研議等工作，並且成立了EMERG這個參考團體提供意見給社區居民，並讓公眾有參與的機會。

EMERG中有消費者組織、通訊業、醫療部門、學術組織、地方政府、與社區居民的代表。每三到四個月會開會，平常則是透過成員間的電子郵件溝通。Mercer教授簡要地討論了他在參考團體中所做的一些努力，包括從STS研究的角度，挑戰官方科學報告（Fact Sheets）的公布方式（例如，數據的時效）、實驗數據取得方法、以及對風險過於武斷的判定與呈現方式。透過一些電磁波輻射風險實際案例之討論，他進一步反省STS研究的關懷和實際官方政策的執行間可能產生的衝突。過去的這些經驗，相當程度反映在國際STS學術界（包括台灣的成員）。嘗試將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思考方式、觀點、與關懷介入公共政策時會遇到的困難包括：質疑官方科學家的特定角度、有問題的預設、權威性、科技界對不確定性的態度、風險觀、以及跟社會運動團體的關係等。

Mercer教授的報告呈現了他所服務的Wollongong大學的STS研究特色與關懷：透過當代重大科技爭議(如臭氧層、核能電廠、焚化爐、電磁波輻射等)的個案研究與民主參與，一方面可以揭露科技作為一個文化（science as a culture）背後所涉及的前提預設與價值判斷（pre-commitments and prescriptions beneath specific claims and facts）; 同時也有助於解答，在層出不窮的科技爭議中，科學社群為何不能建立起公信力與贏得公眾的信任（public credibility and trust），是哪些社會因素在發揮作用。這對台灣社會現階段（以及往後）官方以及民間團體在處理類似的公共政策的爭議時，具有寶貴的參考價值。

3、Rosemary Robins教授

題目: STS and Australian Biotechnology Policy
Robins教授認為「科技與社會」(STS)領域的研究應包括大眾對科學的認識和風險社會學等方面，具STS訓練的研究者應能對科技發展政策及使社區有效參與政策制定及其結果作出貢獻。她致力於「大眾對科學與風險社會學的研究」，此項研究有下列特色:
1．符合社區在決策上扮演更積極的諮詢與參與角色的現代潮流
2．使大眾認識到過時的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有其不足之處
3．對科學、社會與經濟的影響面加以分析
4．使大眾對科學家、政策制定者以及管理者有更高的責任要求
Robins教授也提到澳洲之生物科技政策，為因應生物科技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的影響而創設全國統一的立法機構以回應聯邦與州政府法令，這些部門包括:
1．基因科技管理部門
2．基因科技技術諮詢委員會
3．基因科技倫理委員會
4．基因科技社區諮詢委員會
她在「科技與社會」領域的研究經驗使她能夠做出與其同僚不同卻又互補的貢獻，例如：消除大眾對基因改造體反對的迷思。這些迷思包括:
1．大眾無知是反對的主因
2．大眾要求零風險
3．大眾的反對是源自分歧的社會、經濟、政治、倫理因素
4． 大眾在基因改造議題上被譁眾取寵的媒體誤導
她基於自己的研究經驗知道參與政策建議與管理的「科技與社會」領域的研究人員越來越能夠確認並且回應大眾對科技產生的複雜而多元的反應。她認為此一領域的研究人員有能力將科學與人文及社會間的分歧連結起來，讓政策的制定有合理的大眾參與，並能取得大眾的信任。

4、Ian Lowe教授

題目: Science Policy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Lowe教授在其報告中談到大家都認同我們需活在一個可永續發展的社會。然而從聯合國環境研究的報告可知要達到在活在可見的未來的永續發展的社會的目標，以目前世界各地使用能源及各種自資源的情況，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他提到所謂的永續發展的意義至少包含資源、環境、及社會的三方面的穩定。我們不應濫用基礎資源，不應破壞自然環境以免減少後代可用的資源，影響後代滿足其生活所需的食物、飲用永及空氣。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文化及精神食糧才能有永續發展的社會。要達到永續發展須將生態學的思考和社會及經濟面的考量加以整合。目前世界環境惡化兩個最嚴重的原因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極度貧窮和許多OECD國家的過度消費。最基本的問題在於因為動植物的棲息地的破壞而導致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當然還有許多的嚴重的問題。造成這些嚴重的環境問題的原因複雜，是由人口成長及分佈、生活方式的選擇及利用自然資源發展及使用科技等複雜因素合併造成的後果。我們和地球上的自然資源系統的互動是不符合永續發展的目標的。

為了要改變目前不符合永續發展目標的各種不好的運用自然資源的習慣，在科學政策上必須優先考量下列的事項:1.增進對極為複雜的地球自然生態系統的瞭解，2.為滿足目前及未來人類的需求而對這些自然生態系統有何影響應多加以瞭解，3.應研究發展能滿足人類的需求又可減少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的辦法，4.需瞭解如何和社會科學合作，利用社會的力量來改變人類的習慣。
Lowe 教授認為地界各地永續發展的策略應放在全球的框架中考量，並呼籲各國社會從以前的科技-經濟掛帥(大頭)、忽略社會與環境生態(兩片小耳朵)的豬頭形狀的發展模型(pig-head model)，轉向以經濟為核心並考慮其對社會與環境影響的同心圓的整體環境模型(view-from-space model)。為達到社會永續發展的目標，透過社區參與的歷程，發展出我們所想要的未來社會的願景，找出朝此方向前進的可行途徑，同時尋求整個國家社會的支持，這些步驟是要一直進行的旅程，也是科技政策制訂機構的挑戰。

（四）政府對「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支持及未來學術交流的管道

1、張苙雲教授

題目：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Research in Taiwan

張教授向與會澳方學者首先簡單介紹我國三個與「科技與社會」研究有關的計畫，一為國科會人文處的「科技與社會」以及「基因研究之倫理、法律及社會衝擊議題」等兩個計畫的內涵、經費、研究主題；其二為教育部顧問室所推動的相關教學發展方案；其三為國科會永續會之研究方案。其次將重點放在人文處所推動之「科技與社會」計畫。張教授指出如何透過對科技內部知識的瞭解，釐清科技的性質和內容，進而據此評估其風險和後果，應是「科技與社會」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此外，當科技發展的方向和程度牽涉到風險和價值判斷的問題時，如何形成公共討論讓社會大眾在一個比較堅實的知識基礎上，做出比較合理的價值判斷，是二十一世紀公民社會必需嚴肅面對的課題。在前述基礎上，討論如何發展科技，包括創新與學習的可能性，始有意義。

在這個基礎上，台灣的國科會推動的「科技與社會」研究有三個優先考量的研究方向：（一）科技發展的風險與評估，優先考量的研究主題是科技知識之建構、風險的社會建構、科技與風險溝通、環境倫理與教育和科技評鑑；（二）科技與民主，優先考量的研究主題是重大科技爭議的分析，科技與公民參與、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三）台灣科技發展的路徑與學習、創新的能力，優先考量的研究主題是台灣高等教育的困境與挑戰，台灣戰後的科技政策，以及台灣產業發展的社會文化分析。

她指出此次之所以沒有選擇參訪歐美國家，有兩個原因，一來注意到澳洲在相關主題上的研究有相當的歷史，實地訪問可以深入暸解澳洲在這個領域之發展現況；其二，也是更重要的，藉由面對面的對談，希望能促成以亞太地區國家為重心，區域性的學術網絡。台灣和澳洲應可連絡日本和韓國，形成成學術交流的平台，深化本土性和區域性議題的發展。就此目的而言，沒有理由捨近求遠。她亦說明了國科會現有國際合作之資源，提供在座學者參考。澳方學者對區域性科技與社會研究之學術網極有興趣，提出具體方法，以促成更多亞太地區學者之交流。

2、Dr. Ditta Bartels

題目:Opportunities for Australian-Taiwan collaboration in STS and science policy

Dr. Bartels說明了澳方推動國際學者和研究生交換之相關辦法，鼓勵澳方學者，及我方研究生申請。

二、十二月三日至六日University of Sydney、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和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參訪報告與心得
(一) Unit for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Facult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Sydney
雪梨大學的訪問是由Dr. Rachel Ankeny主持，她是理學院科學哲學史組的主任，由理學院代理院長Dr. Don Taylor做結語。Dr. Ankeny在介紹該組時，提及目前有五位全職、一位兼職研究人員，大部份都有科學醫學以及科技史與科學哲學(HPS)的訓練，分別隸屬於醫學、公共衛生、歷史、哲學、性別研究以及Macleay Museum等系所單位。因此，課程設計具多元特色。

整個訪問由Professor Roy MacLeod、Dr. Hans Pols、Dr. Claire Hooker、以及Dr. Ian Kerridge分別簡報他們的研究興趣以及目前進行之研究計畫，議題涵蓋social and political process of STS, concept of academy, nuclear policy,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Indonesia case), bioethics, science and policy (tobacco control as a case), and genetic identity等。當場與我方代表團成員有精采之對話，以至有些欲罷不能。

（二）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分為兩個部份，一為由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Program的主任Dr. David Mercer安排與該系同仁見面。該系是很有特色的單位，主要的研究是有關環境、科技與社會的關係，而與雪梨大學同樣，他們的老師也大多有科學背景，其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Program的課程與工學院發展出跨領域的課程，總共四個課程，若修完此課程，既可拿到minor，其他工學院則要求必選四個課程中之一，換句話說，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是工學院學生必修的課程。在短暫的兩個小時就研究方向和議題交換意見之後，在非正式的午餐中有比較多的討論。例如與Dr. Steward Russell討論到比較多有關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他現今也在從事相關的研究，探討澳洲在科技發展/政策上，如何決策以及與產學之間的關係。與Dr. Susan Dodds則多在倫理議題的討論，尤其她是學校University Ethics Committee的召集人，對於澳洲和台灣醫療系統以及基因研究衍生之倫理和社會法律議題，多有討論，並進而邀請成員參與2004年11月在澳洲舉辦的國際醫療倫理研討論。

該系的教授，如David Mercer、Brian Martin等人，曾針對科技與公共參與（technolog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的相關議題與個案，進行一系列深入研究並有成果出版。台灣社會近來昕關注的為預防犯罪而裝設的閉路攝影機引發的監控（surveillance）與個人隱私與人權的問題等爭議，科技爭議的訴訟中有關陪審團的勝任問題等，在該系出版的研究成果中可看出很具有創意的討論與分析。

緊接著Dr. Mercer安排代表團與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簡稱CASTRANS)見六位研究人員見面，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勞工、移民、知識的生產與擴散以及公共參與等四個方向，性別議題特別被提出來討論。其中一位是管理學院的教授Professor Ron Johnson在世銀參與Center for Policy and Innovation Studies甚深。CASTRANS的主任具法律學背景，研究重點在智慧財產權。我方亦提供台灣有關太平洋區域研究的資料，希望能促成這些研究中心的合作交流。

（三）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與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HPS）的見面是以非正式的會談進行，由澳洲科學院院士Professor Home和科技史與科學哲學系的系主任Dr. Janet McCalman負責安排。參與人員不僅包括該校「科技與社會」研究之教授們，且包括附近之University of Deakin、University of Victoria、和紐西蘭的University of Oakland的教授。由於是採非正式的方式進行，個別成員們也表現了相當的誠意來討論與台灣研究者做進一步的研究合作的可能性，特別是有關醫療與科技研究部分。Dr. McCalman還特別指出，因為我們的來訪，讓澳洲「科技與社會」的研究學者有機會共聚一堂，討論這個主題的發展方向以及和國際合作的具體辦法，而在澳洲，相關學者巳經很久不曾出現這樣的這樣聚會了，這樣的聚會，讓當地學者再次感覺這個領域研究的潛力以及國際合作的可能性。 

伍、考察心得

澳洲雖地處南半球，但因為英語系國家以及歷史的淵源，與英國、美國、乃至歐陸學界的互動相當緊密。也因為屬於APEC國家，對於亞洲社會面臨的問題也相當感同身受。該國的「科技與社會」領域的研究相當蓬勃發展，也已有相當長的歷史，這與他們是英語系國家以及深受英國大學科系系統發展的影響有關。在考察的各大學中，來自英國的學者頗多，也有相當數量的教授是由美國退休之後赴澳的，因此其學術傳統也都能與世界主流結合。其「科技與社會」議題的研究，現今在幾個大學中，已經與歷史和哲學結合，成為Departmet or Program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簡稱為HPS。他們也曾經稱這些單位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不過近年來紛紛改為HPS。其原因與澳洲大學近年來的改革，將系所合併有關。


本次參訪四所大學在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或H PS(History, Philosophy of Science)領域各有所長。綜合在澳洲六天的參訪，有幾個議題是推動台灣相關研究，可以思考的議題：

第一，在澳洲的HPS的研究中，各式各樣的研究都有
，從哲學思考、環境議題、公民參與、核能、水庫、基因工程、醫療、到創新系統皆包括在內，在現今的「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有一定的地位。而透過本次的參訪，發現其實台灣在相關的研究已經有些成果，只是過去我們這些研究散落各個學門，也沒有以「科技與社會」或HPS來稱呼。例如我們在醫療與社會、環境與社會的研究已經相當多，而有關科技學習和創新部分，甚至優於澳洲。醫療品質與正義、科技與公民參與、生物科技與基因工程對當代社會的衝擊的研究等議題，與澳洲可能是不相上下。我們比較弱的部分，大概是在科技史以及科學哲學方面。未來國科會推動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其實可以將這些研究整合，以加強國內相關學者的內部交流，甚至與國際的學術交流。另外，教育部顧問室也對「科技與社會」研究的發展作了相當程度的推動，也整合了各校的資源。在未來的發展上，似乎也需要將國科會的部分與教育部推動的部分做更多的互動，成為具有整合性和結合人力發展的整體計畫。

第二，承繼歐美傳統所成立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所（單位），這四所澳洲主要的研究STS的大學，其研究與教學陣容相當整齊。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澳洲的HPS學者大多有科學背景，原因為何還不清楚。研究人員有相當大的成分是來自自然科學領域，跨領域的進行HPS研究，包括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電磁學家等。因此，這部分研究者(research agents)的研究能力(research capacities)高，具跨領域分析的能力，對科學不確定性所造成的爭議與科技政策的決策(technological policy-making)，有其一定的影響力。最大的優點應該是能迅速的介入、研究，提出傳統科學理性下科技政策、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諸多盲點，而以歷史學與社會學、哲學實踐的宏觀，發展其在地社會與全球科技問題的解決典範。

然而，這種結構亦有其弱點，例如仍停留於本位科學理性思維傳統。此一弱點將可能由各大學中相對少數的社會學者之典範競爭所補足。由於在參訪過程中並未接觸各大學的社會學相關科系，不知道有多少社會學者投入此領域，但觀察這四所大學的研究人員陣容可以看到各種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或教學課程相當整齊。除了傳統的科學哲學與科學史領域外，也相當程度的加入了當代高科技之風險與科技決策、公民理解與參與等研究與教學領域。

台灣現今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很少有科技專長的人參與，而變成了社會科學或人文學者對科技界的呼籲。雪梨大學將HPS設於理學院的作法是很值得效法的，因為這樣將使得科學家在養成的過程中，就會注意到科技與人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未來他們的研究，就至少會注意到社會和人文面向。這也是我們未來可以改進參考之處。

第三，澳洲的HPS人員在一些科技決策上，已經開始擔任一些諮詢的角色。當然這也與他們在「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長期耕耘有關。而在台灣這個現象似乎並不多見。雖然澳洲學者也稱這些諮詢角色經常在決策體系中式被忽略，但至少有了不同的聲音與意見，對科技決策者兼顧社會和人文面向總有助益。

第四，在台澳學者研討會中，有澳洲學者提問台灣的創新學習系統的狀況，其實比澳洲的創新體系有較大的成效。原因在於我國政府從很早就開始介入，努力提昇產業升級和發展，例如工研院的角色。而澳洲政府則比較少參與產業發展，而是讓產業自行發展。現今澳洲想學習的反而是台灣的模式。因此當我們提到台灣的政府角色正在改變為鼓勵而非介入時，他們反而覺得應該維持過去成功的作法。這是有趣的論點，也值得我們思考到底政府角色在產業發展上，是否太過於學習當今的新自由主義而將已經成功的模式放棄。

第五，要讓公共參與增進對科技發展的風險的認識，並在科技政策的制訂上扮演相當的角色。澳洲將學者的研究溶入其大學課程設計的做法，對台灣未來要在大學部及研究所導入「科技與社會」領域的課程設計，提供了相當好的參考標竿。例如，New South Wales大學的課程設計，有大學部的通識課程，跨領域的學分班與碩士班課程，更是國內相關課程的模範。Wollongong大學更將其「科技與社會」領域的課程與工學院合作發展出跨領域的課程，是工學院學生必修的課程。

第六，「科學與社會的關係」這個議題，就是在處理公眾對於科技的理解與科技社群的權威之間的關係，以及因而衍生的種種複雜的政治與社會問題。未來社會發展，最重要、最具爆炸性的公共政策爭議，將會是「科技爭議」，這是個方興未艾的重要趨勢。從核能發電、工業污染、基因科技、另類醫療（alternative medicine）等科技發展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種種衝擊等問題都是。如何深入理解這些爭議的性質、內容、與關懷，以及建立適當的機制與規範，讓公眾與科技社群可以有合理的對話機制，將會是學術研究以及公共政策制訂上重大而有意義的挑戰。過去習以為常地認為，社會大眾對於科技的質疑與排斥，是因為對於科技的認識不足、甚至是無知所造成的。當代國際上的學術研究卻顯示，這個講法是不正確的。從跨國比較的資料顯示，對於科技的瞭解與知識愈深入，往往伴隨的是對於科技發展採取更為小心與懷疑的態度。我們需要有更為細緻的有關公眾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的研究，才能有效地處理與化解科技與社會之間的種種衝突與爭議。澳洲學者討論科技與民主參與經驗之限制與挑戰，及參與其政府醫療倫理相關委員會的經驗都有值得借鏡之處。

第七，這四所大學的研究環境與網絡，無論個人或機構都有相當程度的連結或外聘英、美、加、德國學術網絡，使其能列入國際主流的學術核心國家，儘量將歷史和地理的邊陲地位的影響降至最低。事實上，澳洲這幾所大學經常有來自於各國近4~5名的訪問學者加入其教學與研究，可以形成教學研究的critical mass。這樣的學術策略發展出相當的競爭能力。關鍵在於這些學者能發展出其所熟悉的研究利基，甚至在某些領域上成為先驅者。除了在地和外聘學者的國際網絡外，也經常邀約國際相關領域知名學者，舉辦國際重要會議。對澳洲在建立其完整的國際網絡、研究族群與進入核心位置，皆有實質的加乘作用。

陸、台灣發展「科技與社會」研究策略建議

台灣發展「科技與社會」研究，目前在跨領域研究資源、研究社群、研究議題、國際網絡和區域網絡等方面，皆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一、促成研究資源的加乘效果

如前所指，台灣並不是沒有“科技與社會”相關的研究，而是分散在不同領域，沒有冠上“科技與社會”這個名稱而已。而支持相關研究的單位也散在國科會人文處、科教處、永續會、教育部、農委會、衛生署和經建會等，而以永續發展、ELSI、「科技與社會」、國家創新系統等不同計畫進行著。這樣的發展有其多元發展的優點，當然也有互不往來的缺點。考量人力的不足的條件下，如何整體呈現出我國對科技與經濟發展之社會及人文面向的關注，以至激發深沈的理論思考，或許國科會可以扮演一些角色，以促成目前不同的計畫研究資源的加乘效果。

二、經營與開拓研究社群

相對於澳洲，台灣跨自然科學領域的社會學者、歷史學者、哲學學者、法律學者仍屈指可數，而理工及生物醫學領域之學者少有關注社會人文議題，而投入研究者。研究社群的開拓除要靠長期培養外，鼓勵學校在教學和研究方向上發展其特色，如清大歷史所在科技史上的努力、台大社會系在科技與民主、以及台大國發所在科技與風險研究的投入，配合政策性的鼓勵，方能稍補足結構上的不足。

三、策略選擇研究議題


就研究方面，國科會推動的「科技與社會」研究，目前有三項優先考量的議題，包括科技的風險與風險評估、科技與民主、科技創新與國家競爭力等是相當好的方向，應可以從其繼續深入各項子議題。這三部分的議題若能更分散為各型態的研究，將相當有助於國內研究與教學的開展。例如鼓勵邀約個別型或整合研究計畫、成立某項領域研究workshop、籌備workshop，並整合出版STS書籍以為國科會發展STS的基礎與基準線。

特別要建議的是「科技創新與國家競爭力」議題的研究，應再區隔為經濟社會研究與科技社會風險研究。前者可從經濟、組織、制度社會學，或從科技管理的角度，來分析研究國家創新、研究單位產出能力、後進國家的創新制度條件、社會競爭制度、社會鑲嵌條件等全球化競爭之理論與實質問題，目前這些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學的本身也應注意到全球競爭、創新的制度制訂或經濟實踐，將如何的對全球或在地社會產生高度不確定性的衝擊，包括社會不平等、文化認同、倫理宰制、新經濟階級、生態衝擊等。發展一個批判性的、銜接科技與社會鴻溝的科技創新與國家競爭力思維，是國科會推動「科技與社會」研究應具有的宏觀思維與策略。而這部分不宜被簡化為既有的科技風險與評估領域，而應是新的延伸，或可以發展為跨領域對話的場域。

四、建立國際學術網絡

澳洲和台灣，均屬研究人力資源有限的後進國家，相關領域的研究群有限，國際學術位置仍屬邊陲，台灣且有語文的限制。建議除繼續進行國際學術網絡交流，在策略上台灣應積極發展連結亞太網絡，聯結包含澳洲為主體的亞太學術網絡（台、日、韓、中、星、澳等）。台灣與前四者（日、韓、中、星）是屬於競爭和合作的亞太主體伙伴關係，與澳洲是打開另一個國際學術網絡的窗口，同時又能發展出亞太地緣的學術政治和學術能力（包括研究議題、研究關連性等）。以亞太為主體的學術平台不是新的構想，但在目前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社會變遷與競爭趨勢上，這種結構與發展的延續性能相當程度的醞釀出全球重視的發展現象，對台灣而言將有相當助益。這次參訪中，觀察到各大學皆注重以亞太研究做為澳洲的新平台，也觀察到他們有高度興趣進行區域交流，我們應把握此發展機會，鼓勵雙邊學者、博士生交流，或進行區域學術活動。可發展「台灣與亞太地區STS研究中心」，建構亞太STS學術網絡。由於台灣的「科技與社會」研究正處於推動發展的時期，應鼓勵國內學者邀請澳洲知名學者到台灣來研究訪問，加強研究學者與博士班學生的交換，以此促進台澳雙方實質學術交流的發展。

柒、誌謝

本次訪問得以成行並獲益良多，首先得感謝團長張苙雲研究員及團員吳泉源教授和澳方Henry Chan教授長時間的聯繫。Henry Chan教授為安排台澳學者的研討會奔波忙碌，全体我方團員備感敬佩。國科會國合處王偉中處長會同駐澳科學組李冠卿組長和邵驥副組長協助我方代表團安排接待台澳雙方學者，亦是功不可沒，在此一併致十二萬分的謝意。
附件一: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chool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NSW

A One-day Symposium

Science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A Sino-Australian Convers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NSW

Room 212
Morven Brown Building

Tuesday, 2 December 2003

PROGRAMME

	TIME
	SESSION

	10.00 am -10.30am
	Morning Tea

	10.30 – 11.00 
	OPENING

	11.00  to 12.30 pm

45 minutes presentations

 45 minutes discussion
	Session 1:  STS and Science Policy in Taiwan

Professor Chyuan-Yuan Wu: “STS and Public Policy in Taiwan”

Professor Jenn-hwan Wang: “Science/Technology Polic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Professor Yuan-Chieh Chang: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 in Taiwan”

Professor Kuei-Tien Chou: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The Case of GMOs”

Australian commentator:  Dr John Merson



	12.30 to 1.30
	Lunch

	1.30 to 3.00

45 minutes presentations

 45 minutes discussion
	 Session 2: STS and Science Policy in Australia

Dr David Mercer: “Seen but not heard: STS ‘advice’ and the Australian ‘committee’ on Electromagnetic Energy Public Health Issues”

Dr Rosemary Robins: “STS and Australian Biotechnology Policy”

Professor Ron Johnston: “S&T Policy Challenges for Australia in the Next Five Years”

Professor Ian Lowe: “Science Policy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Taiwan commentator: Professor Ly-yun Chang

	3.00-3.30
	Afternoon Tea

	3.30 to 4.00 pm
	Keynote Presentation
Professor Michael Barber, FAAS

 “Australian science policy –trends and challenges”



	4.00 to 5.30 pm
	Session 3: Roundtable on future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aiwan on STS and Science Policy

Professor Ly-yun Chang: “STS in Taiwan”

Dr Ditta Bartels: “Opportunities for Australian-Taiwan collaboration in STS and Science Policy”


The Speakers

Delegation from Taiwan:

Professor Ly-Yun Chang:
Leader of the delegation.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Research interests: complex organization, inter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edical sociology, sociology of mental illness, and methodology and statistics.

Professor Yuan-Chieh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Management, Yuan-Ze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university-industry Link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reform of public sector research, eval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novation studies, science entrepreneurship.

Professor Kuei-Tien Chou: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Risk society,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social risk, globalization risk, technology and democrac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ociety, knowledge economic society.

Professor Jenn-Hwan Wang:  Professor of Sociology, Dean of th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ungha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learning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Professor Chyuan-Yua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 Executive Secretary, Centr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history of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science policy, economic sociology.

Ms Shui-Ju Yang:
Program Manager in the are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d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ustralian Speakers:

Professor Michael Barber:  Executive Director, Science Planning, CSIRO,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f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Academy’s Secretary, Science Policy,  He has previously been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nd Dean of the Faculty of Scienc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the Pro Vice-Chancell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As its Executive Director, Science Planning, Dr Barber oversees the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CSIRO’s scientific excellence and talent to ensure CSIRO’s sustained leadership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ellence and thus the organisation’s impact and relevance to the nation.

Dr Ditta Bartels: Direct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s, University of NSW, and 
Managing Director, Australia Centre Berlin Limited.   In these roles Dr Bartels shapes and promot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Her work involves mainly Germany and Europe, but it applies equally to collaborations between Australian researchers and their colleagues in Asia and America.

Professor Ron Johnsto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ustralian Centre for Innovation (ACIIC),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has worked for more than twenty five years in pioneering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ways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ribute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ossibilities for managing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more effectively, and of insights into the processes and culture of innovation. 

Professor Ian Lowe:  Emeritus Professor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t Griffith University in Brisbane, President of the Queensland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lso holds adjunct appointments at QUT, Sunshine Coast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Adelaide.  Research interests:  the effect of polic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energy technology and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Dr David Mercer: Senior Lecturer, STS Convenor, Postgraduate Coordinator,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National Committee for HPS 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 Editorial Board 'Metascience'; Executive AAHPSSS.  Research interests: Law and science, risk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ocia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gulation and standard setting for non-ionising radi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inquiries and legal proceedings eg: role of juries and experts; science expert evidence and legal procedures. 

Dr John Merson:   Senior Lecturer, School of History & Philosophy of Science, UNSW.  Research interests: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Dr Rosemary Robins:  Lectur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Research interests:  the areas of the sociology of risk an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gene technology and its regulation.
�綜合所參訪的四所大學，其學者研究與教學領域相當值得借鏡，大約可分為14項範疇：


(1)科學史：幾乎四個大學都有此項研究教學傳統。


(2)科學哲學：UNSW及Melbourne大學在這方面有堅強陣容。


(3)科技與日常生活：UNSW的David Miller為品牌教授。


(4)科技風險與不確定性：每個大學都有此項重點的研究人員，如Sydney大學的Rachel與Kerridge，UNSW的Healy，Wollongong大學的Mercer及Melbourne的Robins。


(5)環境、永續發展與能源問題：各大學分別有研究永續發展、能源問題之學者，如UNSW的Merson與Brown，Wollongong的Sharon與Russell。澳洲傳統之一為研究電磁波對人體的影響與公眾接受度。


(6)科技政治與決策：各大學重要的新興研究領域


(7)科技與公民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及公民參與：各大學的重點，Wollongong的Martin為重要代表性學者，Melbourne大學的Verran也有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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